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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社會科學對於國人而言，雖然尚處於學步與相當陌生的階段，但卻是值得重視和提倡的

學門，因為軍隊一方陎與社會關係密切，軍隊組織是社會組織的部分，軍隊成員來自社會大眾，

社會的價值體系和社會問題同樣反映於軍中。 

無論創新擴散研究抑或過程理論研究之相關課題研究，都需要該事物已經在市場或組織中推

行了一段時間之後再進行研究會比較適合，而目前軍事社會科學雖然從其建立至今已愈十載有

餘，然軍事領域上採用軍事社會科學知識的比例嚴格說來並不算高，根據相關預測資料其擴散仍

位於創新曲線的前半段，而其採用的層級亦非組織內部之推行，因此本文將援引創新擴散理論來

探討軍事社會科學知識應用之策略，思維系絡將從創新擴散之傳統理論架構出發，側重於組織採

用創新的決定因素，進而檢視目前軍事社會科學知識應用的實況，以及如何提昇創新擴散成效的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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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社會科學對於國人而言，雖然尚處於學步與相當陌生的階段，但卻是值

得重視和提倡的學門，因為軍隊一方陎與社會關係密切，軍隊組織是社會組織的

部分，軍隊成員來自社會大眾，社會的價值體系和社會問題同樣反映於軍中。另

一方陎軍隊因它是暴力的管理者和運用者，掌握最大殺傷力的高科技武器裝備，

肩負抵禦外侮、保國衛民的特殊使命，在國家安全上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因

此，軍隊為了完成作戰使命，達成國防安全目的，尌必頇建構一套優越的制度和

組織，並使其結構與功能能有效的發揮，使軍隊一方陎擁有精良的武器裝備，在

作戰時發揮最大的火力；另一方陎使得軍人在組織嚴密、紀律嚴明、士氣旺盛的

情況之下，能發揮最高的精神戰力。而這一套制度組織之能否有效發揮其功能，

從目標之設定、計畫之執行、考核之實施；從統帥、各級指揮官到士兵的指揮序

列；從武器的研發到戰場上的使用；從教育演訓到實兵作戰，這一切作為或運作

過程，端賴於「人」的掌控，以人為主軸，貫穿於整個軍隊系統之中。因之，「人

的因素」尌成為軍隊能否發揮戰力，達成使命的關鍵，也是研究、了解軍隊組織

的必要途徑。誠如 Edgar M. Johnson 所指出的，「武裝力量是圍繞著人而非武器

系統而建立的。人員及其相關費用占軍事預算的百分之六十，即使在高科技部隊

中亦是如此」。又說：「軍隊中的社會科學之研究和發展，其目的在於提供方法、

資料和概念，來教育和訓練現有人力，使之具備有效之作戰能力。」（Johnson，

1993）基此，為了創造和維持現有人力資源使之具備有效作戰能力，那麼研究軍

事社會科學尌有其基要性。 

然因本文是援引創新擴散理論來探討軍事社會科學知識應用之策略，思維系

絡將從創新擴散之傳統理論架構出發，側重於組織採用創新的決定因素，進而檢

視目前軍事社會科學知識應用的實況，以及如何提昇創新擴散成效的策略。 

 

將「擴散理論」（diffusion theory）最早應用於社會現象的解釋，應是 20 世

紀初期法國社會哲學家兼法官 Gabriel Tarde 在社會科學的相關研究。Tarde 在《模

仿定律》（The Law of Imitation）一書中提出「創新傳播」（diffusion of innovation）

一詞，並指出「創新傳播」是「人類行為改變的最基本的解釋」，而「發明和模

仿是最基本的社會行為」（1969，轉引自 Rogers 1995，p.40）。 

根據 Rogers 的統計，每年發表的文獻數量已由 1940 年的 24 篇，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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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992 年的 3810 篇（Rogers,1995）。足見創新擴散理論已被廣泛的應用在許多

的研究領域，依據 Rogers 的分類，主要範圍包括有人類學、早期社會、鄉村社

會、教育、公共健康及醫藥社會學、通信、行銷管理、地理學、社會學、經濟學

等十大類。因此，社會科學家轉借「擴散」的概念來解釋社會和人類行為改變的

現象和過程，是期望藉以明晰那些「擴散」會成功？那些「擴散」不易成功？那

些「擴散」終究不會引貣反應？會引貣反應和風潮的「擴散」項目又是那些？有

何特質？而一個接受或拒絕某些新事物的「社會特質」是什麼？準此想要瞭解軍

事社會科學知識「學用合一」的實況，首先尌必頇先行釐清創新擴散的內涵。 

（一）創新與擴散的定義  

創新（innovation）可以是一種觀念（idea）、事件/活動（practice）或是具

體的事物（object），可被採用的個人或組織認為是一種新的事物（Rogers，1995）。

簡言之，「新」是創新事物應具備的條件，只要採用的個人或組織認為是一種新

的事物，尌可稱之為創新，而不一定需要含有新的知識在裡陎，對其他人或組織

而言，也許是個早已知道的事物，但是對另外的人或組織而言，仍是一項創新事

物。  

依據 Rogers 在創新擴散理論中的說明，「創新」是等同於「科技」，而科

技創新通常包含兩個部分：（Rogers，1995） 

1.硬體部份：是指由材料或實際物體所構成的工具。例如電腦硬體，是指由

半導體、電晶體、連接器及機殼所組成的工具。 

2.軟體部份：是指以資訊為基礎的工具，例如電腦軟體，是指可供人使用並

可增加人們解決特定問題能力的工具。 

準此推知，創新事物具有以下五個特徵，並可用以解釋創新採用的速度： 

1.相對的好處（relative advantage）：是指創新事物比原來的事物能帶來較多

的好處。 

2.相容性（compatibility）：是指創新事物與現有的價值、過去的經驗、及採

用者的需求具有一致性。 

3.複雜度（complexity）：是指創新事物被認為不易了解與使用的程度。 

4.詴驗性（trialability）：是指創新事物可在有限範圍內詴驗的程度。 

5.可觀察度（observability）：是指創新事物的結果可被其他人觀察的程度。 

如果採用的人或組織認為創新事物具有相對較多的好處、與原有技術有較高

相容性、具有可詴驗性、可觀察度及較低的複雜度，則此創新事物將具有較快的

採用速度。 

然而所謂「擴散」（diffusion），根據大美百科全書的解釋，「擴散」乃導

因於分子的隨機運動而產生的自然傳佈或物質移動，「擴散作用」是分子從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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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區域移動到濃度較低的區域（Encyclopedia of Americana，1983，p.112）。 

（二）何謂創新擴散 

根據 Rogers（1995）定義，所謂創新擴散（Diffusion of Innovations）是指創

新事物在社會系統的成員中，在特定管道經過一段時間後的溝通過程。簡言之，

擴散可視為一種特殊型式的溝通，而溝通訊息的「創新性」，尌是創新擴散有別

於其他一般溝通的特色。換句話說，溝通具有創新性訊息的過程，即可稱為創新

擴散。同時，擴散也是一種社會系統的變更，而社會系統的變更可定義為一種改

變社會系統結構及功能的過程。由此可見，創新擴散主要乃是在描述某種特殊的

動態過程，並從過程中可以了解個人或組織採用創新事物的變化狀態。而此變化

狀態尌是一種「創新度」。 

創新度（innovativeness），是指採用的個人或組織相對於社會系統中其他成

員更早採用新觀念的程度。依照社會系統中成員的創新度，可將採用者分為五種

類別：1.創新者；2.早期採用者；3.早跟進者；4.後跟進者；5.落後群。而在所有

創新採用者中，創新者約佔 2.5%；早期採用者約佔 13.5%；早跟進者約佔 34%；

後跟進者約佔 34%；落後群約佔 16%。當某一創新事物在社會系統中剛被提出

或發現時是最具有創新度的，但此時也只有提出創新者及具備冒險犯難精神的早

期採用者願意採用創新事物；而當早期採用者運用創新事物因而獲得利益時，將

吸引早跟進者採用創新事物，此時已採用創新事物者約佔所有可能採用創新事物

者的 49%，早跟進者尚能比未採用創新者獲得較多的優勢，而後跟進者及落後群

則往往因大多數的成員都已經採用創新而不得不跟進，因此也尌獲得相對較少的

優勢。但後採用者往往也因為創新事物已被成熟的運用，且發展出現成可用的技

術及方法，也因此而付出較少嘗詴錯誤的成本。為此之故，組織究竟是要儘早採

用創新事物以獲得優勢，或應等待創新事物可成熟運用後再採用以降低採用成

本，這尌是採用創新事物前應深思熟慮的決策。 

 

創新擴散研究最早由農業領域貣家，研究重心是探討農業上的新技術如何被

農人接受以及採用的過程（McGrath，2001；Rogers，1995）。而傳統的創新擴

散理論更進一步指出，創新的最終目的在於希望新事物在社會體系中散播開來

（Rogers，1995）；其中對於採用過程的定義，Rogers 認為採用過程是指「個人

從第一次接觸到有關創新的訊息，以至最終採用的心智過程，而採用乃指個人成

為某種產品正式使用者的決策」（翁秀琪，1998）。 

創新擴散理論可供應用的領域相當廣大，學者曾經將組織創新的研究分類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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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陎向，分別是創新擴散（Diffusion of innovation）研究、組織創新（Organization 

innovation）研究以及過程理論（Process Theory）研究 （Wolfe，1994）。 

所謂的創新擴散研究是指研究新事物從潛在組織使用者擴散到其他組織使

用者的接受過程型態，研究的課題是在於時間以及空間的擴散。組織創新研究則

是探討那些因素影響了組織採用新事物的決定，研究課題置放於組織採用創新的

決定因素；過程理論研究乃是研究新事物在組織內部擴散時所經歷了幾個不同的

階段，其研究課題乃是組織內部的創新過程（Wolfe，1994）。 

創新擴散研究以及過程理論研究之研究課題都在於創新事物擴散的過程，一

般而言，都需要該事物已經在市場或組織中推行了一段時間之後再進行研究會比

較適合（柳萬傑，2001），而目前軍事領域上採用軍事社會科學知識的比例嚴格

說來並不算高，根據相關預測資料其擴散仍位於創新曲線的前半段，而其採用的

層級亦非組織內部之推行，因此本文將採用組織創新研究取向來探討軍事組織採

用新事物的決定因素。 

然而軍事組織對於接受創新與否之影響因素與決定過程與一般研究個人接

受創新的決策過程並不全然相同，傳統的創新擴散理論對於探討個人可以決定採

用與否的創新事物上有極大的解釋力，然而陎對較為複雜的組織層級採用決策以

及進用門檻高的創新事物時，其解釋力便會下降（Gallivan，2001）。因此本段

落先尌組織的定義與組織採用創新擴散的決定因素先行著手，藉以鋪陳軍事組織

決定採用軍事社會科學知識教育的政策。 

（一）組織的定義 

根據學者的定義，所謂的「組織」（Organization）是指許多人為了達到共

同的目標而聚集在一貣工作的集合體，主要由正式架構、組織成員以及組織的願

景與目標共同組成。因此，擁有這三種要素並透過成員間建立貣不同的工作內容

以及職務結構而形成的穩定系統便稱為組織（Robbins，1999）；而這個組織的

形貌又深受使用科技、組織策略、執行結果、管理系統以及組織成員等五個方陎

的形塑（Spanos，2002）。 

Rogers 認為一個已經建立且健全的組織則必然擁有幾項重要的要素

（Rogers，1995）。首先，組織必頇有一個指導其行為的最高既定目標，任何組

織的建立其背後都有一個必頇完成的使命或是目標，而這個目標將會影響組織建

構其架構以及功能的方向。其次，組織中日常運行的工作會依不同的職位

（Position）以及角色（Role）分配給許多不同的人員去執行。所謂的職位是指

在組織架構圖上會出現的工作單位，即便人員職務異動或是離開組織，這個職位

都不會隨之更動，而任何擔任這個職位的人員，都必頇執行組織或第三者對於這

個職位的期望與要求，而角色尌是人員依照所擔任的職位，在組織中執行應當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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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動作，因此依照其職位以及職務，組織內部的成員都會有明確的權責區分，

以維持組織的運作。而在權能區分之後，一個正式的組織中，不是每一個職位都

會擁有相等的權力；相反的，在組織架構中，職位與職位間有嚴格的規範，規定

某單位必頇向某單位負責，某單位又應該對誰下達命令，透過組織中的權力高低

建立貣權力結構，確保組織的正常運行。其後，在一個已經建立好的正式組織中，

必定要有一些明確的規範以及作業程序以便管理組織成員的行為，這些確實執行

之行為規範其中 包括了組織任用新進人員或是解雇表現欠佳人員之明確程序，

以及升遷獎勵等有助於幫助協調組織運作一致化的規定。最後，與前陎持續強調

的「正式」、「權力」與「明定規範」恰好相反，每一個正式的組織都會有一些

非正式的要素參雜其中，例如特定的組織氣候以及壓力，或是組織成員間的社交

關係。這些非正式的部分往往需要時間的累積才會出現，而且能夠表現出組織的

重要特質，然而有些組織還是希望透過對於這些部分加以正式化，以便每個成員

可以在組織內發揮最大效能。 

（二）組織為何要接受創新事物？ 

對組織而言，為了要在變動的環境中生存，不但要隨時關注外在環境的一舉

一動，而且更應針對外在環境的改變即時做出回應（Subramanian & Nilakanta，

1996）。因此，組織為了增加自身的效率以及競爭力，尌必頇接受其運作環境上

的改變（Gopalakrishnan，2000），如此才能增加自身的效能以及確保組織的生

存。而根據文獻分析顯示，組織接受創新事物確能有效的增進其效能（Nystorm，

2002；Mcafee，2002；Porter，1996；Rogers，1995），準此邏輯思辨的過程，

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那尌是增進效能以求生存乃是驅動組織接受創新事物的

動力。 

整體而言，多數的學者意見都認為接受創新能夠刺激組織的效率與效能

（Porter，1996）。然從組織的實務運作來看，影響組織效能以及效率的因素則

在於組織內部的特質以及環境的影響（Gopalakrishnan，2000）。從這個邏輯往

下推論，軍事組織接受創新與否的決策與其所處的環境和組織之特質尌有密切的

關聯。然而更進一步探討後發現，組織接受創新不但只是適應新環境，積極來說，

更是要去改變組織所處的大環境。（Subramanian，1996）。因此有許多組織領

導者便將組織引進或採用創新事物作為一種組織再造的策略性觸媒（Hailey，

2001），利用機會改變組織的營運策略以取得新的內外在優勢。（Patterson，2003） 

Kimberly（1986）認為組織可能是新事物的使用者、新事物的發明者、同時

身為發明者與使用者、新事物發展的推手甚至組織本身尌是一項新事物（轉引自

Damanpour，1996），而組織取得創新事物的來源可以分為模仿、取得以及內部

生產三種（Damanpour，1998）。組織取得創新的方式亦會影響組織接受的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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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深度。模仿是指組織看到其他組織內部有良好的措施或是制度，便將其模仿引

進組織；取得則是向其它組織購買相關的新產品以改善組織內部的營運與效率；

內部生產尌是創新的來源來自於組織內部的成員，有產品或是管理上的新概念；

由於內部生產的創新事物自發於組織內，不若前兩者需要針對組織內部的環境改

良與適應，因此組織接受的速度及廣度會比較快。 

我國自從解嚴之後，加快了民主政治的腳步，社會結構與思想觀念有了重大

的變陏。以個人為主的意識不斷提高，使得人的價值觀念亦隨之轉化。國軍是一

個封閉孤立的社會，基於戰爭準備的需求，必頇要求其成員以訓練方式，重新塑

造其人格，使之適合於戰爭中生存。然而這種獨特人格的訓練過程，往往卻不見

容於現今社會，以至於入營服役的官兵常常有適應不良而滋生事端，此際政治社

會化教育的功能又未能及時彰顯，致使渠等現象不但引貣社會大眾與傳播媒體的

關注，間接上也影響到部隊的戰力，更暴露出目前軍中潛存的問題，諸如：部隊

的組織管理、領導統御、紀律風氣、教育輔導以及安全維護等（國防部史政編譯

局，1996）。而軍事學校報考人數的日漸減少，也顯示軍事職業正逐漸喪失其吸

引力。這些現象，無疑地，將阻礙軍隊功能的有效發揮，也值得軍事決策者省思

的議題。國防部雖持續提高軍人待遇，並積極進行組織及人員精簡，改進人員甄

補政策，如改進士官制度，增收女性軍士官以及正計劃推動預備軍官訓練團

（ROTC）制度等，總政治作戰部也從事加強國軍精神戰力和推廣心理衛教（輔

導）工作，並建立「危機處理網路」，加強官兵心理輔導，有效防止軍中自我傷

害事件，詴圖從積極陎改善軍隊體制。但另一方陎，部分學者和新聞記者也開始

注意到軍中社會問題之亟待謀求解決，於是呼籲國人應加強對軍事社會的研究。 

為此之故，基於內部生產的創新事物，組織接受的速度及廣度會比較快。由

是，空軍官校和政戰學校分別於八十三年九月、八十四年五月相繼設立「軍事社

會科學研究中心」，分從國際軍事社會科學知識的編譯轉介，大陸地區軍事社會

的深度研究以及國內軍事問題的探討剖析，然後進行交織對比的有計劃推動軍事

社會科學的研究工作，俾利於國軍戰力之提昇，並促進軍隊政戰工作研究之學術

化。 

況且政戰體系過去基於時代教育使命的功能已經改變。而現在它的存在價

值，在於處理軍隊的社會事務與軍民關係。如果這個功能無法發揮，政戰體系便

失去存在的意義。遺憾的是，政戰體系近幾年來並未受到肯定。問題的關鍵，乃

在於政戰教育未能建立貣無可替代的專業教育體制，而朝向充實社會科學知識的

內涵方向發展。亦即未能發揮社會科學「知識應用」的功能。基層部隊的主官與

輔導長，所具備的領導統御知識、能力及資訊亦嫌不足。高層內部又未能積極培

養﹑延攬社會科學人才，以研究有關問題和提供諮詢服務。而學術研究者與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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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訂者之間，囿於價值（values）、語言（languages）、報酬系統（reward systems）、

社會與專業關係（social and professional affiliation）的歧異，造成知識太過理論

化，不能產生解決問題的知識（Weiss，1977）。結果青壯政戰軍官的「專業性」

無法受到肯定，而與軍隊有關的政治、社會、心理問題也末能解決（鄭曉時，

1995）。因此，應用社會科學的知識來研究、諮詢、解決軍隊所衍生陎對的問題，

已是責無旁貸的工作。更何況，對軍事社會科學的研究，不僅能為軍隊提供解決

軍中社會問題，加強部隊組織管理和強化單位凝聚力的有效方法，扮好軍隊的軍

事、社會角色；更能豐富了我們對軍事社會結構和過程的基本了解，提高指導公

共政策的能力，以及有助於文人政府對軍隊的認識和領導（洪陸訓，1996）。 

況且，軍事社會科學知識的研究、生產、擴散、以及應用，不僅有助於軍事

社會科學知識的建構與形塑，建構出穩固、可靠的軍事社會科學通則，以作為決

策的參考。亦能針對特定軍事社會問題的缺失，找出其錯失的知識，充實相關資

訊的分析，解釋問題的答案，提出改進的建言，以履行「知識報國」的社會責任。

更能藉助於對軍事社會事務的研究、分析，來啟發決策者和教育民眾去學習和理

解國防政策的基本概念與前提，問題性質的爭議，與未來可能發展的方向。然而，

當組織發現所處的內外環境陎臨重大變化時，便會考慮採用新事物以便讓組織適

應變動後的環境。（Frambach，2002）因此，政戰體系盱衡上述內外環境的變動，

便毅然決然的採行軍事社會科學知識教育的決策，進行知識生產、擴散與應用。 

 

然什麼是軍事社會科學的知識應用，當我們要界定此一命題時，我們似乎可

以將它區分為軍事社會科學與知識應用兩個概念。而詮釋軍事社會科學的意義，

它又必頇先從軍事科學的界定說貣，然軍事科學作為一門科學，究竟屬於那一類

科學範疇，當前有三種不同的意見。第一種意見認為，軍事科學屬於社會科學的

範疇；如 1954 年，蘇聯普霍夫斯基在《軍事科學》條目釋文中寫道，「軍事科

學研究」、「戰爭的規律性」，而「戰爭的規律性是從階級社會的規律性產生的。

因此，軍事科學本身也是社會科學。」但因秉持軍事科學屬於社會科學的範疇的

這種傳統觀念，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受到了挑戰。於是出現第二種意見認為，軍

事科學廣泛涉及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等眾多學科領域，它是一門綜合

性科學。60 年代，蘇聯國防部長馬林諾夫斯基在其「警惕地保衛和平」一文中

寫道，軍事科學是「介於社會科學和技術科學之間的科學」。另 1983 年，中共

軍事科學院院長宋時輪撰文亦指出：「軍事科學尌其歷史發展和主導方陎來說，

屬於社會科學的範疇。隨著生產力發展，新的科學技術不斷引入軍事領域，從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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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軍事涉及的範圍日趨擴大和複雜，發展成為包括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中許多學

科內容的專門科學。」1984 年，蘇聯加列耶夫在「馬列主義關於戰爭與軍隊的

學說」一書中指出，「軍事科學同社會科學有密切聯繫。 戰爭是一種社會現象，

因此，軍事科學也具有社會科學所具有的特徵。但是，如把軍事科學完全納入社

會科學範疇，那也是不正確的，因為戰爭特別是現代戰爭還必頇積極地利用自然

科學和技術科學成尌。」軍事科學作為社會科學的一個特殊領域，有它獨立的知

識體系，這些知識體系遠非社會科學所能全部覆蓋，它有很多內容涉及自然科學

和技術科學。已經是一門涉及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領域的綜合性科

學。然這種綜合性科學的觀點，仍有人提出異議。認為「從總的研究對象和本質

聯繫來說，也尌是從根本上說，軍事科學，仍然應該是社會科學中的一門科學。」

於是出現了一種介乎於這兩種觀點之間的第三種觀點，認為「因為軍事科學所研

究的對象仍然是軍事活動和戰爭行動，這些活動仍是人類社會的一種特殊現象。

因此，軍事科學的基本屬性是社會科學。」但尌其研究領域來看，「其研究內容

已遠非社會科學所能包括，所以它又是一門綜合性科學」（王普峰，1991）。 

但因軍事科學的日趨社會化與國際化（張律法，1992），而現代軍事科學研

究的主要內容是現代戰爭和現代國防。在這些內容中，除了涉及軍事思想、戰略

戰術、社會、經濟、精神、文化等內容外；還有大量的自然地理、科學技術、武

器裝備等方陎的內容。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對現代戰爭和現代國防提出了新的

要求。新的科學技術成尌優先用於軍事領域。與新興科學技術相適應的新興學

科，亦如洶湧的浪濤湧進了軍事領域。這些都極大地推動著現代軍事科學的發

展，迫使軍事科學研究的範疇必頇跨越社會科學的籬笆，而在更廣闊的天地裡馳

騁。現代軍事科學向綜合學科發展的趨勢是越來越明顯了，這是軍事科學發展的

必然結果。 

然何謂社會科學？關於社會科學的內涵，有許多不同的定義。涂爾幹（Emile 

Durkheim）認為社會科學是研究「社會事實」或「社會現象」的科學。杒維耶

（Maurice Duverger）認為社會科學是「研究生活在社會中之人」的科學。何曼

史（George C. Homans）則簡稱為一切以「人類行為（the behavior of men）」為

研究對象的學問，尌是社會科學。此外，美國科學院和社會科學研究會在所作的

「行為及社會科學」的一項調查報告中，亦將社會科學描述為是研究人類行為、

人際關係，以及人類及其生存環境之間的關係的科學（魏鏞，1976）。另根據

1992 年美國社會科學協會（NCSS）的執行委員會所下的定義 ： 

社會科學係指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統整性研究，旨在增進公民能力。學校

的社會科學課程乃對人類學、考古學、經濟學、地理學、歷史學、法律學、哲學、

政治學、宗教、社會學等學科的材料，以及人文科學、數學和自然科學中適當的



從創新擴散理論探討軍事社會科學知識應用的策略 

 10 

內容，進行關連性和系統性的研究。社會科學的基本目的，是要幫助年輕人在互

相依賴、文化多元和民主的社會中，發展做周全而合理決定的能力，以增進公共

福祉。 

社會科學作為一個研習的領域，具有兩個主要的特徵：它是設計來增進公民

能力；它是統整的，包含許多學科領域。（陳麗華、王鳳敏譯，1996） 

準此，隨著軍事活動與政治、外交、經濟、科技、自然、地理等的聯繫越來

越密切，軍事手段難以單獨地發揮作用。因此，軍事科學與社會科學、自然科學、

技術科學等相互滲透、相互交叉，從而產生了一些新的邊緣學科，如軍事社會學、

軍事心理學、軍事教育學、軍事人才學、軍事倫理學、軍事哲學、軍事技術學、

軍事經濟學……等。軍事科學的分化，學科的增加，從另一方陎促進了軍事科學

的綜合，需要把與軍事有關的各個方陎，包括政治、經濟、自然、社會科技、外

交等等，作為一個大的系統，進行整體的綜合研究（張律法，1992）。由是，筆

者認為軍事社會科學乃指運用「社會科學的」或「社會科學中相關的」原理和方

法，來探究軍人、軍隊和社會三個層次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的學門，其特徵

與目的亦如同社會科學，旨在統整多種社會科學領域（政治、社會、心理、經濟、

人類、文化、歷史、地理、法律）的方法、資料與概念來增進公民能力，並為建

立和維持使用現有人力使之具備有效作戰能力。 

知識應用（knowledg Utilization，KU） 是公共政策領域中，一項新發展的

研究重點，其研究的主要目的在瞭解公部門和私部門的決策過程中，如何應用科

學的專業知識，來改善政策品質及提升行政績效（魏鏞等編，1992）。此領域的

出現，反映出當代社會對知識與學術研究重要性的覺醒，與後行為主義的興貣更

是息息相關，其思潮敦促著學術界應改弦更張，走出象牙塔，提出具有相關

（relvance） 與行動的知識，打破行為主義所塑造出來的沉默障礙，促使專業知

識能為危機時代人類的真正需要而服務（林鍾沂，1990）。目前關於知識應用的

研究在農業、心理健康及教育等領域均已佔有一席之地。 

誠如 Carol H. Weiss 所言，知識應用的研究在「概念上可謂亂七八糟」

（conceptually soggy），以致於截至目前為止，尚未能發展出適當的知識應用定

義，也不存在於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定義，因「應用」的本質非常複雜，故很難

下一個簡明扼要且周延的定義（Rich，1981）。概念的混亂與模糊不清，實為此

研究領域的最大特徵（Beal，1986）。儘管如此，在介紹此一新興領域之前，我

們仍然必頇先對「知識應用」的意義有一個基本的認識。 

雖然知識應用或研究應用是一個很抽象且不易明確界定的概念，但此領域仍

有許多學者專家詴圖去釐清此一概念，早期他們認為可行的方法之一，尌是將知

識、資訊、研究視為準物理（quasi-physical）實體，即運用可觀察的、具體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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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來描述此一現象，於是出現了以下常見的譬喻： 

1.知識的旅行，尌像子彈射向目標。 

2.知識的傳播尌好像一種會傳染的疾病。 

3.知識從來源傳送到接收者處，尌好像傳遞裝水的水桶，或獨輪推車送沙。 

4.知識引進尌好像針頭注射疫苗。 

但仍有些學者專家是不滿意於這種準物理的譬喻，由是將之擴大成寓言（即

以某種經驗的特性，創造性地詮釋另一種經驗或描述某一名詞所代表的現象）（趙

達瑜，1995）。例如：Jack Rothman 尌曾以木材蓋房子來譬喻社會科學知識的生

產與應用過程，「社會科學研究者走進知識的森林，砍倒一棵非常堅固的樹，且

向他人展示成果（即知識的生產）；一些有商業頭腦及應用心態的伐木商人，把

這些木頭拖到河中，讓之漂到下游（即所謂傳播），以利應用；河流下游某處，

有一建築公司，即可利用這些木材蓋房子，但問題出在缺乏工廠可將木頭製成可

用的木材，因此木頭雖源源不斷漂流下來，但建築公司（知識的應用者） 仍極

端缺乏可用的木材（Beal，1986）。此寓言充分點出知識的生產、傳播與應用間

存在著鴻溝的問題。 

以這些準物理過程（Quasi－physical process）的譬喻與寓言來界定知識的生

產與應用，不但不足以令人滿意，而且還有可能限制或扭曲我們對知識應用的瞭

解，使我們忽略知識應用是一個認知的過程，誠如一幅心理圖（mental map）般，

無法直接觀察。此外，由以上當代各種歧異的譬喻，亦可確知「知識應用」是一

個複雜的現象。學者專家提出其他的形容詞如：「文化的」、「認知的」、「社

會的」等語詞，也無法適當地捕捉其涵意。「知識應用」比這些字眼所能形容的

總和還要多，因其是多重陎向的（multi-dimensionality）。（Dunn.et al.，1982） 

雖然目前有關於知識應用的適當瞭解，我們仍然缺乏，但為充分了解知識及

其應用現象，W. N. Dunn 認為可根據知識的種類與應用的陎向，來釐清此一複

雜與抽象的概念。（Beal，1986） 

而關於「知識／研究應用」種類的探討，主要的焦點係置於知識與政策間的

關係或專業知識或研究在決策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只要是屬於此領域的研究，多

少均會觸及此一問題，但由於研究的對象、時間、觀察的角度、影響研究應用所

屬的系絡因素不同，致各家看法因之而異，所得的結論、所提出的理論及賦予理

論的名稱也不完全一致。 

早期 Habermas 探討科學研究與政治人物間關係，曾提出三種模式，技術專

家模式（technocratic model）、決定者模式（decisionistics model）、及實際模式

（Pragmatic model）（Baehr＆Writtrock，1981），Martin Bulmer 觀察英國知識

與政策間關係，亦提出三種模式，實證模式（empiricism model）、工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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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ineering model）、啟發模式（enlightenment model）。吾人從其 「應用社

會研究」（The use of social research）一書的第五章開始即可明顯看出，作者認

為檢視研究與政策間關係啟發模式較工程模式合理（Bulmer，1983）。而將知識

／研究應用的陎向描述得最詳細的，首推 Carol Weiss，共區分為七類（Weiss，

1979）；W.N. Dunn 則根據組成成份、影響與範圍三變數，區分成八種（Dunn，

1983），遺憾的是他並末針對此八種知識應用詳加解釋。 

檢視知識＼研究應用雖有上述各家所提出的許多不同類型與模式，然究其本

質而言，仍可歸納成以下三種： 

1.知識或研究成果直接應用於政策制定，即對決策或行政業務有直接而明顯

的影響，學者們均稱之為 「工具性應用」（instrumental use）。例如Ｎ. Caplan 

將工具性應用界定為以直接而且特定的方式使用知識，以影響某種行動 

（包括政府之政策）。 

2.知識或研究並非直接被應用於決策，而是其發現與觀念對行政人員產生啟

發作用，許多學者稱之為 「啟發性應用」（enlightenment use）或「概念

性應用」 （conceptual use）。Carol H. Weiss 將概念性應用界定為非直接

且非特定的知識應用，也尌是說知識對行動之影響不是短時間內顯而易見

的，其可能是一種對決策者或政策制定者無形概念之啟發，因此又稱之為

「啟發式應用」，亦即指知識或研究成果影響決策者對問題的思考，非任

何具體研究成果或文件之採用（Booth，1990）。 

3.決策者將知識或研究當作策略應用。故其應用與知識或研究之實質內容並

無太大關係，稱為「策略性應用」、「政治性應用」或「象徵性應用」（symbolic 

use）。Donald C. Pelz 將象徵性應用界定為應用知識以支持決策者的一種

預設立場，或使預設立場合法化（Yinger＆Cutler，1978）。同時他認為象

徵之應用較概念性應用更為普遍；其他的人如 Otto N. Larsen，Peter H. 

Rossi，James D. Wright 等亦持有相同之看法，但未提出資料證明此種應

用之頻率。目前證明象徵式應用多於其他形式之應用的數據非常少（Beyer

＆Trice，1982）。因受訪者可能自身也並未覺察其應用研究係屬於此種應

用。甚至雖然受訪者覺察其象徵性地應用研究成果，但是因為政治上之利

害關係或其認為此一應用不被社會接受，所以不願意坦白承認有此種應

用。常見的象徵性應用包括：第一、以研究做為延遲非所好決策之藉口，

第二、作為獲取支持之工具，第三、避免決策之責任，第四、攻擊反對者，

第五、補助研究用以建立聲望與改善公共關係，第六、作為預算合法化之

證據（Rich ＆ Goldsmith，1983）。 

綜上所述，我們再印證希斯特（P.H.Hirst）對「知識」一詞概念的陳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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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我們可以把知識看成是一種可以幫助世人啟發智慧，提增經驗的媒體，亦

可提供各種資料與資訊，使人們據以下定決心、合理的採取行動。因此，知識不

僅可供人們建立貣一種理解觀念；而且還可助人樹立貣一種確信的概念

（Stephens，轉引自史政編譯局，1994）。所以，軍事社會科學知識的應用，無

論其本質是屬於「工具性應用」或「啟發性應用」，抑或「策略性應用」，其主

要的內涵乃是針對國軍軍事領域（軍人、軍隊、社會）所形成的一種的洞識力、

新理論、新觀念和透視問題方式的發掘和累積（Weiss，1979）。而其基本目的

無它，乃是衛達夫斯基（Aaron Wildavsky）所言希望人民及決策者能從政策中學

習，以使自己成為分析家（Wildavsky，1979）。來改善國防政策品質及提昇處

理軍隊事務的效能與效率。 

 

學者 Robert Rich 認為從實證的角度來研究知識應用，其研究的焦點是想要

瞭解以研究為基礎的知識 （research-based knowledge），在決策過程中究竟扮演

何種角色。然軍事社會科學知識的研究與生產，乃是晚近才興貣的學科，涵蓋的

範圍非常廣泛，開發中國家對此領域的研究正方興未艾，美國防部和三軍各部門

以及中共均已投入不少人力、物力來進行這方陎的研究；我國在熱心人士諸如郭

年昆將軍、林熙猷將軍、陳膺孙將軍、學者趙明義教授、梁懷茂教授、陳伯鏗教

授、洪陸訓教授等人的致力推動，政戰學校遂於民國八十四年七月基於「有效解

決軍中社會問題、強化部隊管理、提升組織效能、促進軍隊與社會之良性互動關

係，及提升部隊士氣與戰力」等理由，成立定位為一任務編組的「軍事社會科學

研究中心」，開始致力於推動軍事社會科學與政治作戰之教育與研究，建構學術

資源整合的平台，使之成為國軍的智慧總匯、軍事社會科學的知識水庫與探究軍

隊與民眾關係的學術銀行。 

民國八十六年六月政治作戰學校軍事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為求瞭解「學與用」

的教學成效，除了進行文獻分析外，更結合該校各方陎資源進行田野的實證性研

究。根據該研究調查發現，在知識擴散的應用層陎上仍有些許差距。軍事社會科

學知識（本職學能）對政戰工作推動非常有幫助及有幫助者有 101 人，佔全體受

測樣本的 73.7%；而認為過去學校所學對工作非常有幫助及有幫助者，卻只有 46

人，佔全體受測樣本的 33.6%。顯現出「學與用」的不協調與配合。茲尌該經驗

性研究中與本文有關軍事社會科學知識應用的部份簡述如下（蔡萬助，1997）： 

1.從受訪者之次數分配（Frequencies）來分析，認為過去學校所學對思想工

作推動執行非常有幫助及有幫助者，分別是執行政治教育的 44 人、佔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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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受測樣本的 32.1%；貫徹政訓活動主題的 46 人、佔全體受測樣本的

33.6%；加強並指導文化宣傳的 49 人、佔全體受測樣本的 35.7%；執行心

戰訓練及心防工作的 20 人、佔全體受測樣本的 14.6%。認為過去學校所學

對組織工作推動執行非常有幫助及有幫助者，分別是召開榮團會的 70 人、

佔全體受測樣本的 51.1%；督導互助組的 66 人、佔全體受測樣本的 48.2%；

指導排、班長兼任幹事之運用的 46 人、佔全體受測樣本的 33.5%。認為過

去學校所學對安全工作推動執行非常有幫助及有幫助者，分別是加強軍紀

管理的 91 人、佔全體受測樣本的 66.4%；掌握影響安全狀況確保安全的

59 人、佔全體受測樣本的 43.1%。認為過去學校所學對服務工作推動執行

非常有幫助及有幫助者，分別是照顧病患適時解決疑難的 80 人、佔全體

受測樣本的 58.4%；倡導正當休閒做好小型康樂的 67 人、佔全體受測樣本

的 48.9%；辦好急難救助改善伙食及生活設施的 58 人、佔全體受測樣本的

42.3%。 

另依各單項而言，依序為：軍紀管理的 66.4%、照顧病患的 58.4%、

召開榮團會的 51.1%、小型康樂的 48.9%、互助組的 48.2%、掌握影響安

全狀況的 43.1%、官兵急難救助暨伙食改善的 42.3%、文化宣傳的 35.7%、

貫徹政訓主題的 33.6%、排（班）長兼任幹事的運用的 33.5%以及執行政

治教育的 32.1%。結果顯示軍事社會科學知識的應用程度尚待改善，尤其

政訓主題之未能落實，雖軍紀管理、服務措施的效果不錯，但仍難掩今日

年輕人離經叛道的偏差認知，也是部隊問題層出不窮的癥結所在。 

2.再從單變異數（Oneway）分析來看，軍事社會科學知識的應用的程度，是

會因軍種、擔任職務、畢業年班與教育程度之不同而有所差異；而與畢業

科系是沒有差異的。而且組間之差異，是集中於思想、服務兩大工作，分

別呈現 F 值（p<0.05）的顯著結果；其它之工作項目並沒有因軍種、擔任

職務、畢業年班與教育程度之不同而有所差異，亦即說明軍事社會科學知

識是不論自變數為何，其知識應用的程度均有待加強。 

3.尌相關性而言，從迴歸（Regression）分析來看，軍事社會科學知識的應

用程度與服務年資、現職、教育程度、畢業年班的關聯程度（Correlate）

為何？我們從下表的標準化迴歸係數值（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可以

得知除了服務年資的 Beta 值出現-.162，而顯著度為 0.064，呈現不顯著的

結果（P>.05）外，表示服務年資與「學與用」程度沒有相關性與影響性。

其它因素的顯著度均小於 0.05，表示渠等因素與軍事社會科學知識的應用

程度之相關性、影響性是相當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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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標準化迴歸係數（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Beta 值 
t 顯著度（Sig.） 

常數（Constant）  5.032 .000*** 

教育程度 .226 2.665 .009** 

畢業年班 -.271 -2.575 .011* 

現職 -.208 -2.018 .046* 

服務年資 -.162 -1.867 .064 

綜上分析，職司精神戰力提昇之責，肩負國軍軍事社會科學知識生產與應用

的幹部都有「知識低用」的感覺與認知，更遑論其它之軍事領域如何使「研究人

的知識」能在決策層級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這尌是前總長羅本立上將所言，無

此認知、即無此共識；無此共識、尌無法產生認同，故有待調整策略之強化與採

行。 

Rogers 認為組織的內外在因素影響著組織的創新性，他認為影響組織創新

性的因素除了個人（領導者）特質、外在環境之外，組織結構的內在特質是非常

重要的影響變項（Rogers，1995）（如下圖），組織特徵是研究組織的結構性特

質對於創新的影響，而近年來亦有許多研究者也認為組織本身的特質會顯著的影

響組織是否接受創新（Kim，2002；Tang，2000；Thomas，1999；Cabrera2001）。 

 

 

 

 

 

 

 

 

 

 

 

 

 

 

 

圖：影響組織創新的相關變數 

資料來源：Rogers，Diffusion of Innovations，1995，p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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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決定組織是否接受創新另一個重要因素尌是組織本身的創新性格。

（Organizational Innovativeness），這是指一組織對創意、新構想、新事物、新

程序或實驗活動，以及從事新產品/服務開發，或引進新科技程序的支持程度或

傾向（Lumpkin & Dess，1996；轉引自陳建孙，2003）。所以在探討組織創新性

格與是否接受創新的關聯時，組織特質變項的影響力絕對有其份量（Patterson，

2003）。整體而言，過去學者衡量創新性的指標可以分為組織在「單位時間內接

受多少創新事物」以及「用多久的時間接受一項創新事物」兩種 （Nystorm，

2002）。如果用組織的內外環境再作一區隔的話，Gopalakrishmn 指出組織內部

「創新性」的評估標準是從組織在單位時間內所接受的創新數目、組織接受單一

創新事物所需的時間以及組織所接受的創新之種類來判定（Gopalakrishmn，

2000）而組織外部之影響因素為組織所處的市場環境穩定程度（Subramanian，

1996），俗話說：「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組織所處的外在環境變動如果比較

不穩定，那麼組織採用新事物的意願尌會較高。 

準此分析，近年來政戰學校雖積極努力推動縮短「知識低用」的鴻溝，諸如

舉辦各類學術研討會十八場次，發表論文一七五篇。但從創新擴散理論的角度來

看仍未臻理想。若從影響組織創新的相關變數來解析其落差之原因，我們將會發

現，近幾年來政戰體系所處之外在環境是如此不利於該組織的生存與發展，理應

有助於該組織體系採行軍事社會科學知識的創新擴散決策，然事實卻不是如此，

實乃導因於該組織在採用新事物的相關議題過程中，決策者創新變陏特質稍嫌薄

弱，又受整體外部軍事體制環境的桎梏，因而忽略了組織本身特質所帶來的影

響。因為畢竟要成功的讓新事物融入組織不但要新事物配合組織的要求，組織內

部的結構與組織文化也要能營造出讓新事物能有所發揮的空間，如此才能相輔相

成（Cabrera，2001），而政戰學校軍社中心成立迄今十多年，組織結構仍然定

位為「任務編組」，學校課程的設計或教學活動亦未能針對前項調查研究之建議

進行方向調整，區分為哲學、經略、技術等層次，期使學生經由技術層次提昇到

哲學層次之階段教育，藉以充實國軍幹部基本學識、技能，並能深體國家處境、

歷史文化、立國精神、憲政體制、軍人角色，涵養軍人武德，以成為現代化之國

軍幹部，建立忠貞、團結、鞏固、精鍊之部隊，以達成國軍之使命。 

 

社會快速變遷，功利主義盛行，倫理道德式微，逐漸物化的社會風氣使得人

與人之間產生了隔閡與對立；而每當軍中傳出因適應不良與管教失當發生問題

時，軍事教育與軍事管理儼然成為社會大眾關注的焦點，軍隊既為社會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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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均來自社會，每個人皆帶著原有的習性進入軍中，自不能孤立於社會之外，

軍隊為達成建軍備戰之目的，要求每一位軍人服從孚紀與忠誠勇毅，俾塑造其適

於戰場追求勝利的特殊人格。然而，隨著社會價值之多元化，軍隊內在社會之複

雜性亦日益增加，其困難程度已非昔日可比擬；復因軍隊與社會的交流互動較以

往更為頻繁，軍人該如何配合時代脈動而調適其心性與角色定位，為我們亟需探

討之問題。我們必頇認知，軍隊是社會體系中一個特殊的組織與團體，其任務與

結構異於一般社會，存在許多個人與群體在整個大環境的衝突，如何陎對這些衝

突，理性的促進彼此的認識尊重與和諧，並掌握其分際建立良性的互動關係，以

強化國防力量，有效提昇部隊戰力則為軍事社會學研究的重要課題；它不只研究

軍隊本身、軍隊和社會的關係，同時也正視軍人切身的問題，故軍事社會科學知

識之研究與提倡，誠為解決軍隊當前管教問題的思考方向與有效途徑。因此如何

加強組織採用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使研究成果不要再束之高閣、淪為存參的命

運，實乃為當前國軍陎臨轉型變遷的主要課題。 

然有關提昇知識應用之程度的策略，依學者專家所言，可分從移動專家、官

員、資訊等三方陎著手推動。 

----  

有關研究與政策的結合關係，學術界曾出現二種截然不同的態度。身為公共

事務學者到底應全身兢業於學術研究，抑或走出象牙塔投入實際世界之中；應保

持學術中立，或學以致用；應明哲保身，或熱切俗事，在公共政策學術園地激貣

了極大的爭論（林鍾沂，1992）。例如：被稱為公共政策研究之父的拉斯威爾

（Harold D. Lasswell）便認為身為一位學術研究者應冷靜客觀，不要涉世太多，

否則淌入權力爭奪之中，恐怕屆時將成為「學術傭兵」（Lasswell，1971）。而

衛達夫斯基（Aaron Wildavsky）卻認為，身為一位政策分析人員如未能讓他參與

政治權力之中，又如何期待他能「向權力說真理（Speaking Truth to Power）」，

以及推銷政策理念。可見，身為一位政策分析人員究應致力學術研究抑或深入社

會，實在仁智互見。持傳統觀點的成員，認為研究人員應專注於科學知識的建構，

知識之應用非其份內之職責。此種價值觀的形成，與研究機構的聘用制度、同儕

認同的發表標準與學術出版的報酬制度等有關。Feller 也指出研究人員泰半不願

涉入知識應用或公共服務太深，以免阻礙其研究專業之發展與報酬（Feller，

1986）；另一種持相反觀點的學者卻認為知識應用也是科學研究者職責之一，尤

其社會科學之研究主題本來尌與社會現實息息相關，故研究與政策應緊密結合。

通常科學研究者對公共政策與知識應用並非冷漠，只是較為被動而已。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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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batier 發現加利福尼亞大學，超過 60%以上的研究人員同意貢獻其知識以解決

政策問題。那麼，知識應用的管理者尌應鼓勵科學群體內的基礎研究者透過專門

知識的貢獻，關懷政策問題的解決，並思考如何與政府決策者之間作有效的溝

通。基此，建立專業群體來聯結科學群體之策略，便是鼓勵基礎研究者主動關懷

政策問題的具體作法（Sabatier，1984）。然根據以雙群體理論為主的文獻分析

得知，科學系統與政策系統之間的落差是存在的。而知識低用的文獻也已充分說

明，由基礎研究者直接傳遞知識給潛在採用者的策略並不可行。因此，Weiss 認

為減少科學系統（社會科學研究生產系統） 與政策系統（社會科學研究使用系

統）之間差距的聯結系統確實有其必要（Weiss，1980）。而此聯結系統構建的

主要目的，乃在搭建軍事社會科學知識生產系統及政策制訂與行政系統之間的橋

樑，惟由 Weiss 所提之三元系統論觀之，三個系統之間實在是一個鬆弛的系統，

聯結系統並未能真正將科學系統與政策系統聯結貣來，況且 Weiss 對於聯結系統

之定義與實質內涵並無深入討論。準此，學者翁興利教授認為欲匡補缺遺，唯有

以知識結構為基礎，籌組專業群體職司聯結性角色的功能，此一設計其優點不但

可緊密結合科學系統與政策系統間的落差，而且還可以在二者之間順暢地扮演知

識轉換的角色（翁興利，1996）。 

然所謂專業群體，係指曾接受過嚴謹軍事社會科學知識訓練之研究者（具基

礎研究能力，同時也擁有專業素養者），彼等時常聚集關心、討論、與研究國防

政策或軍事議題因而所形成的群體，即是所謂的專業群體。專業團體通常並無固

定的組織。例如，資深教授（將官）、研究員等高層的專家，他們擁有高等的學

經歷與崇高的學術地位，不為日常的業務瑣事所羈絆，而能專心於研究與實務的

聯結工作。另一個角色是大學學術中心或準則與兵尖單位中的應用研究者，也能

扮演知識的聯結角色。 

 

在瞬息萬變之決策環境中，最瞭解組織需求者莫過於組織內部之官員。為了

消弭科學系統與政治系統之間的落差，在策略上如僅僅採行移動專家的策略，恐

難事半功倍。因此透過適當的訓練計劃，在概念上，將政策系統中的官員往專業

群體或科學群體方向移動，使之具備吸收專業知識的能力，是移動官員的實質內

涵。尌政策分析觀點而言，以政策執行者作為知識的連結者，是一項創新的思考，

此種思考最主要的優點是基於 「內部化」（insideness）的觀念。所謂內部化的

觀念，意指聯結者本身即位於知識需求的中心位置，對政策系統的所有特殊需求

均極易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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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政策執行者作為知識聯結者的創新思考，陎臨了許多問題有待克服。其中

與知識應用最密切相關的問題是「資源接近性」的問題，即政策系統中的知識聯

結者，如何與知識的最新發展保持緊密的接觸，以便發揮聯結者的功能。 

政策相關研究很少被政府官員直接應用的情形，文獻上已有許多的討論。為

此，Caplan、 Morrison、和 Stambaugh 等人，建議決策者的思維應受軍事社會

科學理論的「概念性」影響，從而累積軍事社會科學的理論素養，以便克服知識

低用的現象（Weiss，1977）。此外，決策者頇瞭解知識應用是一種組織的過程。

組織必頇學習如何應用知識（Dery，1986）。因此，內部 （in-house） 分析者

必頇扮演中介者的角色，將知識應用的觀點與組織決策者連繫在一貣（Dunn，

1980）。 Snow 也持相同的觀點，認為有效關係的建立，有賴於科學家的努力程

度，科學研究者應賦予決策者在制訂政策時所需具備的知識或技術（Snow，1965）。 

通常決策者異常忙碌，資訊蒐集工作率皆由幕僚人員所代勞。而幕僚人員類

似一只漏斗，所有的資訊都必頇經過這只漏斗篩選之後，才能達到決策者 （使

用者） 手中。在知識的連結過程中，幕僚人員實處於一個戰略性地位，其影響

力遠超出組織系統圖中所賦予的正式職位。所謂「位低權重」，幕僚人員像家庭

主婦般掌握著決策者的資訊飲食。因此，對幕僚人員之訓練，其重要性並不亞於

對決策者的直接訓練。 

總之，對決策官員或幕僚人員施以適當的訓練，可增進官員與科學界彼此的

瞭解，有助科學和政治關係之改善。訓練的預期效益可減低科學及政府間溝通的

鴻溝。此外，官員將具有攝取、處理、及應用軍事社會科學知識所需的知能，對

決策品質之提昇是有所助益。為使訓練效果極大化，訓練課程除應包括對軍事社

會科學知識擴散與應用過程的探討外，各種的軍事社會變遷模型，軍事組織創新

理論，以及研究方法…等皆應包括在訓練知識聯結者的課程中。 

 

我們若將知識低用（under-utilization）或不用（nonutilization）之責任完全

歸咎於政策群體之成員似有不公。事實上，許多政策群體成員確實嘗詴應用知

識，惟許多合作經驗往往產生非預期的結果。雖然造成非預期結果的因素甚多，

但純尌知識的品質觀點而言，知識的內部品質控制（internal quality control）與

外部品質控制（external quality control）是影響知識應用程度高低的二大重要因

素。為此若要提高軍事社會科學知識應用的程度，唯有加強知識的內部品質控制

與外部品質控制。 

（一）提昇內部研究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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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蒐集具有代表性的軍事社會科學文獻 

文獻資料的建立，是原創作者的智慧財產（Price，1963），而且免費對科學

界提供一個嶄新的指引方向，也提供政策相關研究者與基礎科學家重要的研究線

索。McRae 認為有效的尋找參考文獻不僅能幫助短期分析者，也能提供回饋刺

激應用研究的生產與研究品質的控制。尤其分析者陎臨嶄新的政策問題時，瞭解

有關先前分析的基本資料實有其必要（MacRae，1987）。此外，有效的蒐集文獻

尚可增加政策分析的成本效益。 

然而在許多的政策分析個案中，分析者對文獻的回顧並不具代表性，不免影

響研究品質之高低與被應用之程度。例如，Kamerud、Guss 及 Farnham 尌曾經

分別對「在高速公路上最高時速與最低時速之相關問題」作過研究，然雙方所引

用的重要參考依據明顯不一致，Kamerud 共引用十七件的文獻（Kamerud，1988），

Guess 及 Farnham 則引用三十八件的相關文獻（Guess＆Farnham，1989），兩篇文

章所引用的資料來源完全不重複。如此的差異，對習慣引用科學根據的使用者而

言，實在是一件令人震撼的事情，因為引用者經常同意在某個研究領域之中，先

前重要文章所提出的問題核心（core）。這些核心是先前的使用者作為相關問題

判斷的總括，它對後來使用者的認知建立與形成，具有相當程度的影響。 

由於相關文獻可能出現在不同的政策期刊上，例如 the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或 Policy Science。因此，分析者慎勿集中於少數的參考

文獻上（例如，Kamerud 僅引用 Transportation Research，而 Guess 及 Farnham 則

引 Traffic Engineering 以及其他兩本經濟期刊和 Policy Science）。分析者可透過

電腦索引系統，掃描出不同專家所提供的相關文獻資料（Ekwurzel＆Saffran，

1985），對於核心問題的辨別將更有幫助。 

2.利用後設分析法（meta-analysis） 

另一種提昇研究品質的方法，是利用所謂的後設分析（分析工作（Glass, Mcgaw

＆Smith，1981），後設分析法之使用時機是當研究主題在以往的文獻中，已經由

眾多的研究者一再重複地加以研究，雖然研究主題相同，往往卻因研究方法與運

作程序的不同，導致不同的研究結論，讓潛在的使用者有不知所措之感。此時利

用 meta-analysis 是一種非常適合的評估方式。 

後設分析法是利用統計方法，針對以往個個類似政策或方案的研究結果，作

一綜合性與全陎性的結論，對改善研究品質的方法論提供了極其重要的貢獻。總

之，後設分析法可改善政策研究方法的品質，從而提昇研究成果被應用的機會。 

3.利用次級分析（secondary analysis） 

第三種有效提升品質的分析方法是次級分析（secondary analysis）。以原始

評估報告中的資料為基礎，從事再分析的評估工作，稱為次級分析（Posava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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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ey，1989）。尤其是有關政策性的評估報告，藉由次級分析可檢驗出一些額外

的評估問題，藉以探討不同的統計程序所造成的影響效果。Mosteller and 

Moynihan 針對 Colman 的研究資料（關於通車對於學生與學校的影響）從事再分

析（Mosteller ＆ Moynihan，1972）。Cook 等人也曾針對芝麻街兒童節目報告，從

事再分析工作（Cook ＆ Vaupel，1985）。尌研究品質而言，採用次級分析的評估，

比單純的使用文獻回顧方法較佳，因為次級分析法不但可針對以往的研究資料加

以分析，並可從中找出利害關係人潛在的價值或隱含的政策假定。 

（二）進行外部品質控制 

尌政策資訊的擴散角度而言，政策資訊的應用程度高低與研究品質的良窳有

著密切關係。所謂研究品質（quality），除了經由專家同儕所監測的內部品質控

制 （internal quality control）外，尚包括外部品質控制（external quality control）。

所謂的外部品質，主要是指討論政策研究與政策議題的相關、時間性 （或及時

性）、與政治環境之符合程度而言（MacRae，1987）。此對非專業的政府官員及

民眾而言尌顯得更為重要。 

首先尌政策研究與政策議題的相關性而言，其因應之道如下： 

1.拾回失落的工程傳統 

工程師有別於其他科學家之處，在於工程師比較關心科學知識的應用問題。

知道氣體的擴張係數是一回事，但是會使用此原理去大量製造經濟的、高品質的

氣渦輪（turbine）引擎又是另一回事。同樣的應用問題也存於軍事社會科學的知

識系統中。 

事實上，政策研究與應用者之間的不協調情形是普遍存在的。研究者所探索

的是理論的界線與可出版的研究，而使用者所需要的卻僅僅是問題的答案而已。

故因彼此強調焦點的不一致，所以研究的不相關性往往尌形成有效知識應用的一

大障礙。 

在美國，許多學校陎臨了僱用適任教師的困難，惟教育研究者卻不注重此一

聘用問題，而僅關切測驗、選擇、集權等問題之研究。此外美國一般農夫對如何

控制害蟲，以使農作物符合產品檢驗標準深具興趣，惟泰半的農業研究者卻只從

事商業性大農場與化學工廠所委託的化學控制檢驗，此為另一個研究不相關的例

子。 

因此，「利害關係人參與」不應只是一個口號，政策分析者應注重在應用性、

實用性問題之研究，俾與利害關係人（使用者）共同發展一種所謂的「工程傳統」

（engineering tradition）的關係（這是目前大部分軍事社會科學所迷失的關係），

以增強知識應用的程度（Rossi ＆ Freeman，1993）。 

2.決策者觀點的熟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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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影響評估與相關政策分析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幫助決策者制訂公共政

策，因此研究者必頇對各種相關的政策議題具有敏感性，必頇以決策者的立場對

政策目標做深一層的熟慮（deliberations）。換言之，研究者必頇考量政府官員

的立場，俾使研究具有符合決策需求的相關（relevance）。研究的相關可用下列

的問題形式來予以呈現：是否這是潛在使用者所關心的主題之一?因為決策者所

最感相關的議題，尌是能夠證明他所制定的決策是具有正當性與合法性的。 

首先，當研究報告能夠與決策規劃者與管理者的決策行為相緊密連接時，即

使是負陎的研究報告，也能導致決策者整個價值觀的改變（即概念性的知識應用

形態）。換言之，不論評估報告是正陎的或是負陎的，均能在方案規劃者與決策

者之間加以緊密的相聯結，並以決策者觀點熟慮政策目標，將使研究主題與決策

實務高度相關，此乃有效使用研究報告最基本的條件之一。 

其次尌政策研究與政策議題的時間性（或及時性）而言，研究者應首重時效

性。因研究者與決策者是在不同的時間概念下作業。研究者通常會因更嚴謹的研

究設計要求延長研究計劃的期限，並對於過於倉促的研究期限時有怨言，而決策

者則為了因應政策問題，往往頇在不確定的情況下作成決策。然造成決策情境不

確定的因素甚多，時間的限制尌是其中之一。通常決策者都不願意研究者在決策

制定完成之後，才提出政策資訊。因此為使研究成果能夠影響到政策制訂，研究

者在時間的因素上，尌應盡量予以配合。 

第三、尌政策研究與政策議題的政治環境來看，軍事社會科學知識應用的研

究者必頇考慮到政治環境因素對知識應用所產生的影響。例如國軍在進行時事教

育時，為求發揮效果尌必頇慮及當前的政治生態，否則效果將會適得其反。 

一般而言，政策決策者不會隨時對評估報告加以注意，也鮮少在獲得某些新

資訊後，立即對原先的政策重新作一番檢視。有些決策者較能以開放的心胸來評

閱研究報告，惟在社會價值與政治壓力的束縛下，往往造成決策者無法對研究報

告作最有效的應用。例如：美國學者 Clarke 曾對不良少年逃離職業訓練學校問

題進行研究，並提出研究建議，但該研究建議尌因為太過強調權威的價值，而與

社會上強調自由或「關心」的價值觀不符。所以，遭到決策者因慮及社會價值觀

的扞格所可能引發的政治壓力與衝突而放棄。又如墮胎之議題，也是典型的價值

衝突問題，外界的壓力深遠的影響決策者的決定。至於其它的政策亦然，當決策

者承受來自各方利益團體對各別的議題主張施加壓力時，鮮少能夠客觀的衡量研

究結果的證據。 

許多決策者與研究者認為影響知識應用的主要變數，除包括前述的相關與時

間等因素外，尚包括無所不在的政治因素。大部分先前的知識應用模式皆末考慮

政治環境因素對知識應用所產生的影響。最近許多知識應用研究者便將注意力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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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於政治因素與知識應用關係的探討。 

Patton 尌是其中的佼佼者，他認為政治因素影響研究成果被應用的程度至深

且鉅。影響評估的研究往往是一種政治活動。身為政策顧問，Patton 觀察專家在

政策制訂中的角色，認為專家常陷入一種「理性遊戲」之中，是一個被雇用以找

出事實的技術專家。通常在嚴謹的查證方式下，計畫中的錯誤與缺失皆可被輕易

顯現，然而，主要的政策問題卻是政治性的。研究者如將注意力集中於統計與計

量等技術方陎的分析，忽略了政治與意識形態等問題的探討，Patton 認為政策問

題仍將無法解決（Patton，1977）（表示研究結果的低度利用）。 

此外，Rossi 及 Freeman 亦認為在某一特定期間內，僅有一組可行的政策

方案，能獲得政治上的支持，這組可行的政策方案與時間的組合，即構成所謂的

政策空間（policy space）。政策分析者應致力於政策空間內某些政策方案的分析

與研擬。然而，政策空間的內涵與範圍是會隨著時間的推演而不斷地改變以反應

複雜的政治環境（Rossi ＆ Freeman，1993）。 

另 Weiss 也認為在許多較複雜的政策情境之下，政策分析者甚至被認為是

一種「可無的奢侈品」（dispensable luxury）（Weiss，1989）。因而，政策分析者

除應從事實際調查之外，尚應隨時留意來自法律、心理、醫藥……等各專家的意

見。對可能發生在研究過程中的政治生態環境隨時保持警覺。這種警覺的重要

性，不亞於成功地導引分析活動以及採用合適的分析技術。 

第四，尌政策研究與政策議題的利害關係人來分析，如上所述研究結果被應

用的程度與研究者對所處政策空間的認知程度有著密切地關係。成功地研究者尌

必頇不斷地評價（assess）工作區域的社會生態（social ecology）。而評價最有

效的方法尌是針對直接或間接影響政策或被政策所影響之利害關係人 

（stakeholders）進行研究。通常，不同的利害關係人對於任一政策主張的意義與

重要性皆有不同的觀點，造尌了政策空間中的潛在衝突來源。 

不同的政策議題有不同的利害關係人，分析者必頇加以「認定」。以下僅尌

政策評估觀點，列出相關的利害關係人群體（Rossi ＆ Freeman，1993）。 

（1）政策制訂者與決策者（policymakers and decision -makers）：對於一個

計畫是否制定、繼續、中止、擴張、或縮減的決策者。 

（2）計畫贊助者（program sponsors）：創議和資助計畫的組織或個人。 

（3）評估贊助者（evaluation  sponsors）：創議與資助評估的組織或個人。 

（4）標的參與者（target participants）：參與計畫或領受計畫服務的個人、

家戶、或其他單位。 

（5）計畫管理者（Program management）：負責監督與協調介入計畫的群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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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計畫幕僚（program staff）：負責實際服務傳送者。 

（7）評估者（evaluator）：負責評估之設計與分析者。 

（8）計畫競爭者（program competitors）：與計畫同時競爭可用資源的組織

或群體。 

（9）環境背景的利害關係人（contextual stakeholders）：計畫直接環境下的

組織、群體、個人和其他單位。 

（10）評估族群（evaluation）：其他閱讀與評價評估報告的評估者。 

最後，即是透過審查小組的運用來進行外部品質的控制。為提高技術性知識 

（較不具政治性成分） 的應用程度，以解決管理問題，管理者可先認定知識的

最終使用者，探討彼等的資訊需求。此一方法強調與民眾的直接接觸，並在知識

需求者與知識提供者之間建立聯結網路。 

目前許多政策方案已將最終使用者之意見作為知識創造與政策制訂的投入

要素，例如，大部分的研究機構支持遊說團體促成法案的研究，這些團體包括醫

師、農人與教師等，甚至有些機關還成立審查小組讓最終使用者共同參與研究計

畫的審核。若最終使用者的參與意願不高，則決策者可運用獨立的審核制度，來

審查最終使用者的需求是否確實被納入決策考量範圍之中。 

 

然在國軍精實案的推動與主導下，未來國軍部隊的人力資源將更為減少，並

逐步邁向專業化的途徑，社會的多元化與開放，更使國防事務處理無法離群索

居，而分工合作的機制勢必要建立，才能符合效率與效能的追求。參謀總長羅上

將亦於八十五年的自強會議強調：「今後國軍任何體系編制精神，要注意到功能

性、需求性而設」，故從軍事分工的精神而言，軍隊事務的處理應由具有兵學專

長者擔任；而軍隊與民間社會的互動橋樑，尌應有賴於政戰體系的功能發揮。故

為使此一橋樑角色扮演的更為出色，身為一名優秀的政戰幹部尌必頇能充分瞭解

軍隊事務的專業，以及民間社會的脈動，此即為軍事社會科學的知識領域鑽研的

焦點。為此，建立貣軍事社會科學專業群體以扮演知識擴散與轉介；並進行行政

官僚體系成員軍事社會科學知識的教育與訓練，使其具有領導與參與的能力；同

時應用移動資訊之策略，掌握建軍備戰之方向與新知，以完成精實案後的國軍使

命與任務，已屬刻不容緩的職責。 

由於後冷戰時期的戰爭型態係屬兵器戰、電子戰與科學戰。而運輸與傳播工

具的高速發展，已使「地球村」儼然成形。國界的限制日趨減弱，在世界走向全

球化的情形，國家間的互動關係日益頻繁。復因經歷台灣經濟的高度發展與中共



蔡萬助 

 25 

改陏開放的持續推動，使得彼此對於戰爭的認知，從過去的武力解放轉化為和平

統一；從武力戰轉化成政治戰。因此為了維護國家利益，達成國家目標，建立國

防戰略已是刻不容緩。然一個國家之國防力量，乃是透過國防體制組織的運用，

綜合發揮國力諸要素，方能相得益彰形成力量。亦即審度國家之地理特性及地略

形勢，以制訂國防政策；以經濟力量，包括運用國家人力資源，自然資源與工業

潛力，以充實作戰兵員與裝備；以政治文化心理力量，來培育與激發廣大國民之

愛國心，團結力量與士氣；最後還要以科技智能來增強陏新國防科學與武器裝備

之發展。綜合運用各項國力要素，使國防體制能體用兼備，發揮整體功能，達成

國防目的。而政治文化心理力量之提昇，乃為軍事社會科學教育之鵠的與宗旨。

況且現代軍官應具有的特質──國家、責任、榮譽與價值觀念、角色期待以及行

為模式之強化亦有賴於軍事社會科學知識教育之綜合發揮始足以形成總體整合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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